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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技治主义辩护关涉技治主义与工业社会的关系、技治主义过时论的批判、技治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以及
技治主义在后现代重建新的公共秩序的可能性等问题。技治主义不是以工业社会为条件的政治思想，它是人们基于
技术化社会进程的不可逆性，对于理性化社会中科学技术、可靠性、高效率的意义和本体地位的哲学概括。时下流行
的技治主义过时论未能切中技治主义的哲学前提和合法性基础。技治主义不仅不与民主相矛盾，而且是经由社会的
工业化民主自身实现的一种新范式。面对后现代的公共舆论，技治主义可以通过民主机制的转变与公共领域的转型
重塑后现代公共领域，重建一种后现代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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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治主义( technocracy) 又被称作技术专家治国
论、技术统治论等，其核心是主张社会行动应由精
通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进行决策，要求将政治治理
转变为一种专家操作，乃至实现国家的非政治化的
哲学理念。技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经由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技治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
广泛传播，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社会组织模
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鉴于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已
是由知识分工与技术分工所共同主导的专家社会，
因此原则上任何关于知识、技术与权力三者张力的
反思均无法忽略与回避技治主义。针对近年来因
为诸如核电决策、基因伦理、生态治理、大型工程项
目选址等科技决策问题而产生的技治主义过时论
与公众舆论，在本文中我们为技治主义的合法性进
行辩护，对技治主义与工业社会的关系、技治主义
过时论的批判、技治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技治
主义在后现代重建新的公共秩序的可能性等问题
进行探讨。
一、技治主义与工业社会
为技治主义合法性辩护首先要涉及的一个问
题是，技治主义并不是与工业社会关联的、以之为
条件的哲学理论与信念，技治主义的适用范围要宽
泛得多: 它以理性化对待社会的自然属性为条件，
是人们基于技术化社会进程的不可逆性，对于理性
化社会中技术、可靠性、高效率的意义和本体地位
的哲学概括。技治主义关涉的不是工业社会，它关
涉的是技术化社会的理性化进程。
技治主义与工业社会存在很密切的关系。技
治主义本身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从圣西门、孔德开始
直至贝尔、托夫曼为止的思想家以及他们所身处的
时代图景，似乎技治主义就是工业社会政治主张的
同义词，如同罗斯扎克为技治主义所下的经典定义
表明的那样，“所谓技治主义，我意指工业社会用以
达到它的有组织整合的顶峰的社会形式。它是人
们谈到现代化、时新化、理性化、计划化时通常考虑
的理想”。〔1〕依此理解，不论技治主义是一种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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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还是一个乌托邦，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将工业社
会建基在对于技术效率、专业分工的绝对追求之
上，使社会在充满冲突变革的环境中保持高效有序
的运行，同时又避免其他整合方案可能带来的不合
时宜的前工业政治伦理与宗教规范的复辟。这是
关于技治主义与工业社会关系的一种曲解。技治
主义固然与工业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表达着工
业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和理性化理想，为工业社会需
要的理性秩序提供理论基础，但技治主义并不是以
工业社会为前提条件的，不是说当贝尔与托夫曼关
于未来社会的诸多论断已然从预测转变为现实时，
技治主义便随同工业社会一道成为了过时术语与
历史名词，就如同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样。即使是
贝尔，也未能全然抛开技术专家设想未来的后工业
社会。因为，遵循“文明的趋势就是变得更有理性”
这一经典信条的贝尔认为，“科技治国的方式必然
会在我们的社会中扩大”，而需要讨论的仅是“科技
治国论者是否会成为统治阶级，以及科技治国的方
式如何受到挑战”。〔2〕387 － 388
贝尔之所以不愿将技治主义与工业社会捆绑
在一起，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与其说工业社会是技
治主义的适用区间，不如说工业社会本身是社会理
性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技治主义不过是理性化趋
势在此阶段最为成熟的表达。告别流水线的作业
车间并不同时意味着工业文明的社会整合手段与
制度设计原则的失效，现代文明在本质上仍然是依
靠科学技术和科技理性来加以维持的。人类社会
的确可以告别工业时代，但却很难走出技术时间。
而若将社会的理性化趋势视作一个技术容器的不
断扩容，那么早在人类文明的发轫之初，权力的组
织形式就已然与技术相勾连。芒福德就以“巨机
器”这一概念来指称早期的政权制度。巨机器是看
不见的机器，它发明了现代工业机器的运行机制与
工作模式，巨机器以政治、经济、军事、官僚制度、王
权为结构部件，通过诸如水利设施、神庙陵墓等大
型技术工程来实现自身的建构与运转，进而完成人
力机器的组装与劳动组织的集训。芒福德认为:
“为确保这台机器能够运行，有两个集体手段必不
可少: 一个就是集中和组织知识……另一个手段就
是，精细的社会组织结构。”〔3〕268 巨机器的这两个必
要条件与实施手段集中表达了技治主义的核心主
张，即建立在发达的技术分工之上的专家政治。精
细的社会组织结构为巨机器提供了稳定的效率输
出，确保巨机器可以依靠职能与职位的高度分化来
实现对劳力与资源的精准操作，但同时也对自身各
部件的整合标准与结构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这又恰恰是技治主义的用武之地与合法性来源; 芒
福德“巨机器”中集中和组织知识的僧侣与贵族阶
层可被视为现代专家共同体的原型，只不过知识的
内容已由超自然的宗教神学范式转变为现代科学
技术范式。
那些在今天经常被用以宣称技治主义已然过
时的证据往往正来自技术系统的演进与社会理性
化程度的加深，例如核技术、基因工程、信息技术与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进展。现代社会晚近的诸
多变革( 不论是单纯的生产方式变革还是相应的社
会政治变革) 在动因上依旧可被还原为技术系统自
身的进步，而且种种变革也仍是在有序的计划下得
以筹划与发生的，尽管这种技治主义的径路未能随
着时代的变化彻底解决专家自身自由与责任的矛
盾以及专家与公众之间权力分配的矛盾。因此，在
确信技治主义具有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承认技治
主义确实遭遇了合法性危机。这就十分有必要具
体分析一下时下学界流行的技治主义过时论，从中
可以进 一 步 探 析 技 治 主 义 在 现 代 社 会 的 合 法 性
问题。
二、两类典型的技治主义过时论
流行的对技治主义的各种批判，主要是围绕权
力问题展开的———要么是从权力的组织形式和分
配反对专家权力，要么是从权力的知识来源角度重
新理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从而消解科学
技术和专家在社会理性化进程中的既有权力。流
行的技治主义过时论没有真正触及技治主义的合
法性问题。这是为技治主义合法性辩护应该注意
到的另一个问题。
“过时”一词通常意指陈旧和不合时宜，即超出
了规定、合适与流行的时间，如一件过时的服装、一
件过时的武器。因此，“过时”论证，一般是指出某
种具有规范内容的东西与当下社会现实相比所表
现出的种种不合时宜。“技治主义过时论”的论证
逻辑也正是如此。它们一般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论
证技治主义的规范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将工业社会
定义为技治主义的适用区间，进而断言技治主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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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语境中证明自己，
其经典的表述方式可以概括为: “总的来说，技术统
治论被认为在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国家安全等方
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首先强调
的是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而非有关社会正
义的分配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伦理问题和
安全问题……”。〔4〕4 二是具体阐述技治主义的种种
不合时宜的表现，这往往涉及公众与舆论的参与问
题。时下学界所流行的技治主义过时论在社会现
实中就有它的公众与舆论回声: “近年来经验世界
中频繁出现这样的现象，即很多政策项目在方案设
计与论证、风险与效益评估等阶段的确经过了专家
的专业论证，可是在对外公布时或执行过程中却遭
到了公众的消极抵制或强烈抗议，甚至引发大规模
的群体抗争事件”。〔5〕这些过时论论证，囊括了从对
专家权力进行理性批判直至以民粹主义反抗专家
意志之间的所有可能形式: 质疑专家决策程序的有
效性，质疑专家在公共讨论中使用的修辞术语，质
疑专家主张的目的、动机与立场，质疑专家资格的
获得与准入机制，质疑专业知识与技术作为政治场
域与真理场域资本的合法性，质疑专家在现代公共
领域中的道德人格等等。技治主义过时论一般较
少考虑技术专家撤出后的技术权力填补问题以及
公众参与专业知识问题时的权力基础问题，当然也
比较少地考虑专家群体公信力的崩解到底是技治
主义过时论得以产生的社会原因，还是它是种种技
治主义过时论广泛流行而产生的消极影响。
种种过时论可以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过时
论主要聚 焦 于 技 治 主 义 当 代 外 部 经 验 语 境 的 改
变———即由社会生活中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所导致
的公众意见与专家决策的冲突。以反核运动和生
态运动为代表的浪潮，在上世纪后半叶逐步完成了
关于政治责任与风险意识的文化动员，媒体与公众
不再甘心处于由专家话语所垄断的政治决策的边
缘，一种建基于协商民主的公众意愿形成模式正在
挑战与消解既有的以科技理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
而在许多技治主义批评者看来，这种趋势所反映的
不仅仅是反抗的冲动，同样也是一种全新公共伦理
下的责任自觉: “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民主参与模
式，以供另外一些有志于此的组织在不同的政治背
景下介入政治。尽管都是些非官方的‘圆桌会议’，
公众讨论和一些其他冲突解决机制也已经建立起
来了( 这些机制连接着公民和国家决策者) 。”〔4〕2 － 3
在这种协商民主的全新参与模式中，专家系统非但
不再被认为是公共意见形成过程中的规范保障与
智力支撑，反而被视为是自由对话与公平协商的一
种制度性阻碍，“专门知识恰似某种不对外开放的
商店，其内部人员( 比如律师或社会学家) 所使用的
专门术语仿佛存心修筑起来以阻隔外人进入的厚
重高墙”。〔6〕78
第二类过时论相较前者更加注重对于科学知
识与专业技术的考察，认为关于科学技术知识的普
遍性与客观性观念的动摇使得技治主义不再适用
于科技管理与政治决策。技治主义的主张有“强”
“弱”之分。强技治主义认为，现代政治决策需要专
业知识为其提供正当性辩护，为了避免政治权力置
换并僭越真理，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专家自身充
当决策者的角色。这种强技治主义也被视为柏拉
图的“理想国”版本。但鉴于科学与政治、权力与知
识本质上属于不同的场域，在制度设计上很难实现
这两种不同身份在同一主体上的有效统一，因而在
专家无法充当决策者时，决策者也应依据专家意见
及专业知识进行合理决策，即由专家形塑决策的整
体架构与基本选项并通过政治行为诉诸于相关规
范与实践机制而得以普遍实行，这是技治主义的弱
主张，即培根的“所罗门之宫”版本。不论对于强弱
哪个版本，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以及科学技术知
识的普遍性、可靠性，都是技治主义的重要合法性
来源。而上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哲学的发展揭示了
科学知识的诠释性与地方性，阐释了科学技术的价
值负载，科学知识不再被视为客观真理的同义词，
科学技术的应用和风险决策被认为是在政治场域
中依据权力的游戏规则而被加以安排的，不同专家
群体背后的利益分化与冲突被放大，批评者就此认
为科学与技术俨然已成为一种政治商品，而专家不
过是政治利益的代言人与自身知识产品的推销者
罢了。
第一类技治主义过时论可以被视为一种形式
过时论，它认为技治主义的专家决策形式不可能为
强调多元主体、协商参与的审议民主所兼容，因为
在批评者看来技治主义本身是一种专家寡头基于
垄断性知识所进行的封闭决策。相比较而言，第二
种技治主义过时论则是一种内容过时论，它认为技
治主义的合法性来源于专家们所具备的专业性科
学知识与技术技能，而在科学祛魅化的今天，科学
不再意味着普遍性的真理知识，随之科学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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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再被视为真理的代言人。两类过时论从批判
的角度指出了技治主义的两个前设，即专家决策在
知识技能的范围内能够保证决策的效果与效率，而
科学知识与专业技能能够为决策结果面对公众舆
论时提供最为有力的支撑。但是，对特定前提的批
判并不一定能够重建一种批判性的前提，现代性公
共领域中的某些结构转型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既有
原则的消解，相反也可能是一种变相继承。技治主
义并不排斥在“专家法庭”之外设置“公民陪审团”，
也容许科学知识的民主化与社区化生产并可以接
受以概率计算真值的知识。技治主义最为根本的
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理性化趋势与政治技术化进
程的不可逆转性，在于这两种趋势所创生的庞大知
识体系与复杂技术系统必须以一种合乎其内在价
值的整合方式加以有效组织。以上两种技治主义
过时论的缺陷，在于它们无法在知识、技术与政治
的复杂互动中正确地处理社会理性化与政治技术
化这一核心命题，忽视了技治主义的自反性维度，
没有意识到科学的祛魅本身是科学自身发展的结
果，也没有认识到将技治主义与民主制度对立起来
是对民主的曲解。
三、技治主义与民主政治
在上面对技治主义过时论的讨论中，我们已经
看到，对 技 治 主 义 进 行 辩 护 需 要 关 注 技 治 主 义
( technocracy) 与其同尾缀语汇民主 ( democracy) 之
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二者的政治张力在现代公共
领域中所引起的有关专家角色及专家功能的一系
列争论。只需稍微留意一下时下公共领域的情形
便不难发现，面对诸多的政治、经济、科技决策以及
相关争论，专家已然成为大众舆论的被告，而且似
乎也是唯一的被告，其最主要的“罪名”在于专家集
团及其遵循的技治主义模式妨害了民主政治的实
践与原则。
技治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近及技
治主义一词的诞生，远溯这一思想在古希腊的萌
芽。在未能对技治主义与技术决定论进行严格区
分的前提下，许多批评者匆忙地将技治主义视作
“一个全新的利维坦”或“一个变体的乌托邦”，认为
其势必与民主的基本原则相悖并将损害以批判事
业为其本职的现代公共领域。尽管就本文的题旨
与篇幅而言，不可能十分详尽地阐析技治主义与民
主政治二者间的关系( 特别是考虑到技治主义不同
历史时期、不同版本与民主政治不同学说之间关系
的复杂性) ，但仍十分有必要就此指明两点。其一，
技治主义( 尤其是弱主张的技治主义) 并不必然与
民主政治相矛盾，技治主义的主要承载者即专家群
体所形成的专家系统本身只构成政治系统的一个
子系统，没有理由认为专家系统与政治系统是一码
事，专家系统也不必然决定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
基本原则与目的，如果在这里真的有什么违背了民
主原则，那也绝非专家垄断了政治而是政治垄断了
专家，即公共领域中缺乏意见领袖与诚实代理人，
而这又本是技治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将民
主归化为“一人一票制”的绝对平均权利，无视人类
社会的工业进程以及工业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
可逆的社会分工体制，是对民主的曲解。社会的科
学技术化及其不可逆性，使民主日益远离了那种原
始的权力平均分配的实践形式和生活方式，权力被
赋予“内行”进而成为科技社会降低社会决策风险，
提高社会行动效益，确保公众获得最大利益的唯一
的理性选择。正如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乔万尼·萨
托利在其著作《民主新论》中所说的: “由于我们知
识的全面进步，非专家与专家之间的知识鸿沟越拉
越大……只有在领导比较简单的淳朴社会中，人民
的权力才有可能接近最大值。社会与经济生活机
制变得愈益复杂，一环扣一环，而且是个庞然大物，
所以专家的意见理应比他参加选举时投下的一票
获得更大的影响力。”〔7〕470 － 471 专家拥有的这种更大
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一个专家特权阶层的出现，
它只是面对工业化，面对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人类
社会进程的不可逆性时，一个理性社会在其固有的
运行机制中对于各政治参数重新加权的必然结果。
因此，技治主义就其根本主张而言并不必然与
民主政治相矛盾，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绝对不是要在
技治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进行简单的排他性选择，
也不是要回到权力平均的原始的民主形式，甚至在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主政治与技治主义的结
合恰恰意味着民主自身在实现一种范式转换。乔
万尼·萨托利说，“只要专家一上场，我们就会听到
参与式民主论者的抱怨声。他们会说了，这是偏离
民主、甚至是反对民主的又一个步骤，民主即权力
在民。然而，在我看来，这可能是输入式民主( 容纳
了多少人的声音) 向输出式民主( 人民得到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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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的转化; 我还认为，这种转化是正当的，而且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7〕465 － 466当然，技治主义实践的
这种民主范式，不能排斥输入式民主的作用，而且
在实践中要时常“评估专家的作用和分量”。正如
乔万尼·萨托利所言，“可以画出这样一条界线，只
有当涉及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时候，专家治国才是可
以接受的。”〔7〕472
四、专家之为后现代公共领域
一种新秩序的可能
为技治主义辩护，必然要涉及到后现代的公众
舆论。哈贝马斯说，“在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组成
的公众当中，康德所说的‘公共和谐’和黑格尔所说
的‘公众舆论’形成了; 它所表达的是‘多数人的观
点和思想的经验普遍性’。”〔8〕134 在后现代，公共性
要求将既有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公共权力，使公共舆
论从纯粹舆论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整合主
体意见的功能。然而稍微留意一下时下的报纸、电
视与网络便不难发现，“对技术的敌意”、“对风险的
焦虑”已然遮蔽了公开性、评判性与交往性原则，进
而使公共领域丧失了应有的沟通与整合功能。“核
能、转基因食品以及干细胞: 科学进步愈是迅速，社
会对其抵制似乎就愈加强烈。几乎没有一天不是
伴随着新闻媒体对如下情形的报道而度过的，反对
转基因食品的抗议，有关放射性废料处理的游行示
威以及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国际运动和医学论
战。”〔9〕ix对技治主义的各种批判与种种技治主义过
时论正是藉此而生，这不仅是技治主义的危机，也
应当被视为公共领域自身的危机，因为公共领域本
应成为民主政治中专家的监督者与评估者。
有趣的是，在专家遭遇公众信任危机之际，后
现代公共舆论却在同时呼吁一种“超专家”的出现。
这种超专家以理想的清教人格为基础并严格遵循
默顿所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重要的是对于超专
家的信赖可以使公众从风险社会中解脱出来，而在
绝对安全的伊甸园中不会有不确定性与风险，也不
会有焦虑与争论。超专家集中体现了一种风险社
会的乌托邦人格形象且具有决策仲裁者的官僚影
子，它代表公共领域政治功能转型中再封建化的倾
向，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即是超专家具有过去那种代
表型公共领域赋予的个人魅力和超自然神圣光环。
超专家意味着在后工业社会中以理性这个合法权
威的名义，复制前工业社会的传统型与魅力型合法
化形式，而这无疑与科学的祛魅及公共领域的基本
原则相悖。因此，后现代公众舆论以超专家为价值
坐标对专家系统与技治主义进行的批判，往往不过
是一种隐晦的修辞。
与超专家的乌托邦形象相对应，后现代公共领
域中还存在着一种由大众传媒迎合公众普遍化焦
虑而塑造的“泛专家”形象。这种泛专家是后现代
消费社会与风险社会相结合的独特产物，他们“严
格运用心理学和特写技术、形象宣传技术，与大众
传媒结合，紧扣这些媒体已屡试不爽的人类基本话
题……借助对事实和精心设计的模式的形象展示，
‘通过建立使人接受的新权威和新象征，改变公众
舆论的方向’”。〔8〕229后现代的泛专家在经典批判形
象与民主形象面孔下，以虚假意识与迎合态度的新
闻生产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私人利益展示，并试图通
过风险社会的焦虑促动与消费社会的文化自娱将
其包装为普遍化的公共利益。因此，相较于超专家
所代表的科学共同体的乌托邦理想人格，泛专家则
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后现代文化技术专家，是大众消
费文化的意识形态。它依据文化资本在消费社会
中自我增殖的逻辑，撕开了私人利益入侵公共领域
的口子，将公共性的讨论机制娱乐化为商品化展示
机制，将交往过程中的批判功能消费化为对于公众
舆论的操纵功能，使得后现代公共领域异化为关于
风险经济的消费场域。
超专家形象的难以企及与泛专家形象的普遍
流行，共同反映了后现代公共领域的秩序危机，这
一危机从专家系统的维度来理解是技治主义的合
法性危机，而从公众舆论的维度来看则是既有信任
机制与安全机制的崩解危机。危机作为具有内在
连续性历史过程的转折点要求重塑现代社会的整
合系统与组织原则。而公共领域中两种专家形象
连同种种技治主义过时论又表明了这种结构与功
能转型中的困境，即新方案不可避免地仍要建基于
专家秩序时应如何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面对公共领
域中的 诸 多 问 题 并 调 和 技 治 主 义 内 在 的 合 法 性
矛盾。
首先，考虑到超专家乌托邦形象所具有的某些
积极意义及官员( 决策者) 与专家( 解释者) 之间的
区别，技治主义应放弃其强主张中两种角色的同一
性要求( 这两种角色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有时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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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 ，剥离传统权威的合法性要素并重构技治主
义的民主意涵及其对于官僚政治的批判维度，继而
避免自身异化为科层制框架中的一个政治构件; 其
次，面对后现代公共领域中泛专家与新兴媒介技术
所导致的知识消费与信息泛滥，技治主义应将自身
的合法性基础深植于公共领域的公开讨论之中，将
专家共同体内部封闭性符号体系转化为面向公众
的开放性语言体系，在专家与普通民众的互动中重
塑公共领域的动力机制; 最后，鉴于科学祛魅的自
反化进程及风险社会中知识的不确定性，技治主义
应重新制定相应的知识政策与信任机制，强化对专
家所拥有的科技理论与其所背负的价值利益的厘
清，吸收新的科学哲学成果，杜绝科学技术具有绝
对的普遍性、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虚假宣称，让公众
充分理解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技术应用的风险性
和可能的负效应的影响，通过公共领域的利益平衡
功能建立后现代的集体安全的信任机制。
总而言之，技治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方
案滥觞于早期现代性的基本思想原则并在工业社
会中晚期得到了成熟的实践表达，然而工业社会并
非技治主义唯一的合法适用区间。时下两类典型
的技治主义过时论，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治主
义所遭遇的危机，然而却并未能切中技治主义的核
心原则; 技治主义并不必然与民主和公共舆论相矛
盾，相反，技治主义恰恰可以通过公共领域中的交
往理性行动重塑自身并回应民主与公共领域的诸
多议题。“一种健康的民主需要一种健康的技治主
义，反之亦然。”〔10〕当然，一种秩序上的可能性并非
一定意味着一条实践上的必由之路，我们也承认，
关于技治主义的很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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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itimate Defence of Technocracy
ZHOU Qian － zhu ，CAO Zhi － ping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defence for technocracy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cracy and industrial society，the criticism of the outdated theo-
ry of technocrac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cracy and democracy，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a new public order in post － modernity． Tech-
nocracy is not a political thought based on the condi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but a philosophical summary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ontological status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reliability，efficiency in a rational society and its irreversibility of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society． However，the prevalent out-
dated theory of technocracy has failed to address the philosophical premise and legitimacy basis of this thought． Indeed，technocracy is not contradictory to
democracy，but a new paradigm realized via the industrialized democracy of society itself． In presence of post － modern public opinion，technocracy can
reshape post － modern public sphere and rebuild a post － modern public order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tic mechanism and public sphere．
Key words: technocracy; legitimacy; industrial society; public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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